「正義」――孔穎達的經學事業
一、前言
《四庫全書總目．經部總敘》言「經稟聖裁，垂型萬世」[footnoteRef:1]，經由聖人而出，乃是典範所在，然而詁經之說，隨時代而變，反映不同時代儒者的詮釋思考。漢人以博士傳經，推動儒學教化，經學專門授受，詁訓相傳，成為經學傳布最初的樣態，然而既經漢世淪亡，又經魏晉南北朝學術分立，原本經說已隨今古文之爭而模糊，政治紛亂之下，也致使經學系譜破壞，經學與政教一體，原是漢世以來政治操作的慣用略策，唐代既起，遂有重構儒學以符皇朝一統的訴求，這一點從唐太宗（598-649）即位前後措施，可以窺見其用心，《舊唐書．儒學傳》云： [1: 　紀昀奉敕撰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5年5月）冊一，卷1〈經部總敘〉，頁1。] 

太宗討平東夏，海內無事，乃銳意經籍，於秦府開文學館，廣引文學之士，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，給五品珍膳，分為三番，更直宿于閣下。及即位，又於正殿之左，置弘文學館，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等，各以本官兼署學士，令更日宿直。聽朝之暇，引入內殿，講論經義，商略政事，或至夜分乃罷。又召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館學生。貞觀二年，停以周公為先聖，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，以宣父為先聖，顏子為先師。大徵天下儒士，以為學官。……是時四方儒士，多抱負典籍，雲會京師。[footnoteRef:2] [2:  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5月）卷189〈儒學傳〉，頁4941。] 

獎掖儒學，提倡經典，徵儒士，設學官，措施一如漢世之時，以孔門為學術核心，尊孔子為先聖，顏淵為先師，更是具有指標作用，這些並非出於偶然，而是有目的的安排，只是與漢初經秦火後經籍殘缺情況相似，唐代同樣也有傳習既久，文字舛訛問題，因此首先必須完成經典文本的校正整理工作，太宗特命顏師古（581-645）考定五經文字，撰成《五經定本》，完成經典文本初步的確認工作，並且要求諸儒詳議，面對質疑，顏師古援引晉、宋古今本，一一釐清，諸儒無不歎服[footnoteRef:3]，顏師古為北齊顏之推（531-591）之孫，名門宿儒，嫻熟經籍，學養深厚，獲得眾人認可，完成唐代經學事業第一階段準備工作，而共議的方式，更有漢人石渠、白虎觀會議遺風，日人諸橋轍次（1883-1982）〈唐宋的經學史〉就認為考定文字是《五經正義》成立的前提[footnoteRef:4]，然而後續尚有必須完成工作，《舊唐書．儒學傳》言之更詳，云： [3:  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卷73〈顏師古傳〉，頁2594。]  [4:  （日）諸橋轍次撰 林慶彰、連清吉合譯 〈唐宋的經學史〉 收入（日）安井小太郎等著 林慶彰、連清吉譯：《經學史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公司，1996年10月），頁100。] 

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，文字多訛謬，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，頒行天下，命學者習焉。又以儒學多門，章句繁雜，詔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定五經義疏，凡一百七十卷，名曰《五經正義》，令天下習焉。[footnoteRef:5] [5:  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卷189〈儒學傳〉，頁4941。] 

從經文的正定，到經說釐定，唐代進行更為艱鉅複雜的工程，兩項經學整理工作其實具有因果關係，漢代博士傳經制度，利祿所在，經說蔓衍支離，但尚在師法家法框架之內；魏晉以下，玄風流扇，義疏既興，各自發揮的結果，經說更為多元，卻也分歧彌甚，說法相互衝突，成為唐代經學迫切必須處理的學術核心問題。[footnoteRef:6]孔穎達成為太宗委以重任的名儒，推動此一經學盛世事業，國子祭酒的身份具有整合官學系統的意義，孔穎達為孔子第三十二代孫，人選安排，顯然也非偶然，重構經典的訴求，乃是在表彰儒學的方向進行，以及回歸聖人的前提下完成。可見唐太宗銳意為治，開展政教合一的方略，盛世經學乃是帝王有計畫、有步驟的工作，也是帝王建立盛世願景的重要藍圖，義疏歸之於「正」，成就經學史新的典範，孔穎達成為盛唐統合紛雜經說，完成政教規模的重要推手。 [6:  參見拙撰：〈從五經到四書：儒學「典範」的轉移與改易〉，《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6年9月），頁20-22。] 


二、生平及思想
孔穎達，字沖遠，一字仲達，父親孔安，為北齊青州法曹參軍，冀州衡水（今河北衡水市）人。生於北齊後主武平五年（574），卒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（648），享年七十五歲。生平見於《舊唐書》卷七十三[footnoteRef:7]、《新唐書》卷一百九十八[footnoteRef:8]，今存于志寧（588-665）撰〈大唐故國子祭酒曲阜憲公孔公碑銘〉[footnoteRef:9]，材料可以相互參證，孔穎達自幼聰穎，八歲就學，日誦千餘言，及長習《左氏傳》、《鄭氏尚書》、《王氏易》、《毛詩》、《禮記》等諸經，兼習曆算，善於屬文，學術取徑頗廣，成學之後，鄉里教授為務，〈碑銘〉當中言： [7:  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卷73〈孔穎達傳〉，頁2601-2603。]  [8:  歐陽脩、宋祁撰：《新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2月）卷198〈儒學上〉，頁5643-5645。]  [9:  于志寧撰：〈大唐故國子祭酒曲阜憲公孔公碑銘〉 收入中田勇次郎監修 《孔穎達碑》（東京：二玄社，平成3年（1991年）4月），頁6-16。] 

庭羅俎豆，幼習升降之儀；門列驂騑，少懷遠大之操。博韜金匱，覃思邁於西河；學富石渠，沈研冠於東閣。詞光翰苑，文麗綵虹，思極掞天，才華日□。蹈忠孝以行己，踐仁信以立身。□漢皋之名珠，光暎照車之珤；抱荊山之美玉，價重連城之珍。聞之者未面而虛□，見之者忘言而傾蓋。可謂儒宗之師鏡，學府之□□者焉。[footnoteRef:10] [10:  于志寧撰：〈大唐故國子祭酒曲阜憲公孔公碑銘〉 收入中田勇次郎監修 《孔穎達碑》，頁7-8。] 

幼時聰穎達禮，才學俱佳，由此可見。隋大業初，舉明經高第，授河內郡博士。煬帝（569-618）曾徵諸郡儒學官員集於東都，令國子祕書學士與之論難，穎達年紀最少，卻是表現最佳，因此引人嫉妒，依本傳所載，甚至有「先輩宿儒恥為之屈，潛遣刺客圖之，禮部尚書楊玄感舍之於家，由是得免」的事情發生[footnoteRef:11]。後來補太學助教，孔穎達於隋之時，已經進入太學學官系統，雖然年輕，學術卻是卓有聲望。 [11:  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卷73〈孔穎達傳〉，頁2601。] 

唐太宗平洛之後，網羅孔穎達，並授予文學館學士，後改任國子博士，貞觀時封為曲阜縣男，轉給事中，由此可見太宗經略東方，卻特別延攬孔子後代，網羅人才不僅是疆域勢力的擴張而已，顯然已有承繼儒學宗主的思考，此乃前人未及注意之處，卻可見其宏圖遠略，銳意為治，早有布局。唐太宗即位之初，孔穎達忠言進諫，提醒帝王謙以容下態度，引領唐初人才薈萃之風，《新唐書・儒學傳》載云：
帝問：「孔子稱『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』。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此聖人教人謙耳。己雖能，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；己雖多，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。內有道，外若無；中雖實，容若虛。非特匹夫，君德亦然。故《易》稱『蒙以養正』，『明夷以莅眾』。若其據尊極之位，衒聰耀明，恃才以肆，則上下不通，君臣道乖。自古滅亡，莫不由此。」[footnoteRef:12] [12:  歐陽脩、宋祁撰：《新唐書》卷198〈儒學上〉，頁5644。] 

事實上，「以能問不能，以多問於寡」乃是出於曾子，並非孔子，而所指之人，可能是顏淵，所代表乃是儒者為學修養應有的態度，然而孔穎達從「謙」德切入，直言君德就應該如此，將原本儒門的教誨，轉為政治上人君應有的品德，以能問不能，以多問寡，才能容眾，兼納眾流。事實上，廣納意見，兼取眾長，也成為初唐治世用人最重要的原則，也是太宗貞觀盛世為核心的價值。
貞觀六年（632）任國子司業，後遷太子右庶子，仍兼國子司業。其間與諸儒議曆及明堂，皆從其說，又與魏徵（580-643）撰成《隋史》，加位散騎常侍，孔穎達成為貞觀朝重要學術領袖。十一年（637）又與諸儒修定《五禮》，有所疑義，以孔穎達意見為定。孔穎達在東宮每每犯顏進諫，匡正太子承乾言行，展現儒者風範，《舊唐書》本傳載承乾乳母遂安夫人曾言「太子成長，何宜屢致面折？」孔穎達直言「蒙國厚恩，死無所恨。」可惜諫諍雖切，卻無法改變太子承乾（618-645），也無法改變承乾被廢的命運，但儒者以德佐人主，堅持原則，剛正不阿，由此可見。[footnoteRef:13]貞觀十二年（638）拜國子祭酒，貞觀十四年（640）太宗親臨國學觀釋奠，孔穎達講《孝經》，並上〈釋奠頌〉，獲得太宗褒揚。貞觀十七年（643）年老致仕。參議典制、教養東宮、主持國學，成為唐初重要學術領袖，貞觀十八年（644）並且圖形於凌煙閣，讚言「道光列第，風傳闕里。精義霞開，掞辭飇起。」[footnoteRef:14]雖不是效命疆場的開國功臣，但光大儒門，傳學於後，乃是太宗極為看重人物，因此圖繪褒揚，以示尊崇。貞觀二十二年（648）卒，陪葬昭陵，贈太常卿，謚號憲，事君行道，學行俱佳，成為一代大儒，〈碑銘〉評論云： [13:  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卷73〈孔穎達傳〉，頁2602。]  [14:  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卷73〈孔穎達傳〉，頁2603。] 

道合者，不以賤貧而易交，行偽者無以權貴而投分。志懷耿介，性尚廉隅，有石奮之謙恭，類宋弘之方□。推賢進士，後己先人，舉事而□典謩，發言而成準的，乃九流之翹，百辟之羽儀。于時將創明堂，令群儒詳審，互陳別見，爭起異端。公攈摭舊事，憲章故實，刪裴頠之制度，略蔡雍之節文。酌今古之儀，得豐儉之衷。褒衣博帶，莫不□□。貞觀之始，品彙惟新，緝六樂之遺章，修《五禮》之墜典，記事記言之史，俱資筆削，〈大雅〉、〈小雅〉之《詩》，咸佇刊定。奉　敕修《隋史》五十卷，《新禮》一百卷，《五經正義》一百七十卷。邁南董於曩策，逾孟慶於前書。……撰訖奏聞，帝用嘉尚。后倉制禮，名振曲臺。孫通創儀，榮光稷嗣。以今方古，彼獨何人。[footnoteRef:15] [15:  于志寧撰：〈大唐故國子祭酒曲阜憲公孔公碑銘〉，收入中田勇次郎監修 《孔穎達碑》，頁13-14。] 

孔穎達個性耿介，為人端厚，獎掖後進，謙恭待人，更以豐厚學養，成為唐初禮樂政教的諮議對象，以今方古，如同漢初之后倉、叔孫通，創制一代之儀則，立下後世的軌範，成為當世大儒，其中尤其纂修《五經正義》，更是經學史上首次完成經說統一，成為符應盛世之經學事業，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云：
夫漢帝稱制臨決，尚未定為全書；博士分門授徒，亦非止一家數；以經學論，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。[footnoteRef:16] [16:  皮錫瑞撰：《經學歷史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公司，1983年9月），頁198。] 

相較於漢代獨尊儒術，分經授徒，未成全書，唐代《五經正義》開始全新的經典形態，日後無家法師法之分歧，成就「經學統一時代」，影響既深且久，《五經正義》既是孔穎達最重要學術工作，也是唐朝最具代表性的經學成就，然而可惜的是《五經正義》完成初修，並未在孔穎達生前正式刊定，成為一生未竟之事業。

三、《五經正義》刊定與檢討
有關《五經正義》始撰之年，兩《唐書》並無明言，依《唐會要》「論經義」云：「貞觀十二年，國子祭酒孔穎達撰《五經義疏》一百七十卷，名曰『義贊』，有詔改為《五經正義》。」[footnoteRef:17]按覈孔穎達諸序內容統計，其實應是一百八十卷，貞觀十二年（638）受詔撰寫，但其實應是統領其事的工作，《舊唐書》載云： [17:  王溥撰：《唐會要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5月） 卷七十七「貢舉下：論經義」，頁1661。] 

先是，與顏師古、司馬才章、王恭、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《五經》義訓，凡一百八十卷，名曰《五經正義》。太宗下詔曰：「卿等博綜古今，義理該洽，考前儒之異說，符聖人之幽旨，實為不朽。」付國子監施行，賜穎達物三百段。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《正義》，詔更令詳定，功竟未就。十七年，以年老致仕。……二十二年卒。[footnoteRef:18] [18:  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卷73〈孔穎達傳〉，頁2602-2603。] 

《五經正義》乃是集體完成作品，只是在馬嘉運質疑下，尚有未定之處，《新唐書》甚至言其互相譏詆，云：
初，穎達與顏師古、司馬才章、王恭、王琰受詔撰《五經》義訓凡百餘篇，號《義贊》，詔改為《正義》云。雖包貫異家為詳博，然其中不能無謬冗；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，至相譏詆。有詔更令裁定，功未就。永徽二年，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、弘文館學士考正之。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、右僕射張行成、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，書始布下。[footnoteRef:19] [19:  歐陽脩、宋祁撰：《新唐書》卷198〈儒學上〉，頁5644。] 

對於自漢以下紛歧之經說，原本期待官學系統完成學術整合，但似乎並未成功，歷時既長，又經眾手，所謂「冗」、「謬」顯然是諸經歧異、師法、家法不同，龐大經說所衍伸難以處理的問題，因此又擴及朝堂官員，終於完成盛唐最重要學術工作，高宗（628-683）藉由提高層級，擴大討論，直到永徽四年（653）正式布下，其間經歷十六年時間，距離孔穎達過世也已經六年，其中艱難可以想見，孔穎達草剙規模，無疑是完成的關鍵，也是最重要的基礎，以孔穎達作為《五經正義》纂修人，成為後世是普偏的共識。依據初修參與者，《周易正義》初修者有馬嘉運（？-645）、趙乾叶，初次刊定則增蘇德融；《尚書正義》初修者有王德韶、李子雲，初次刊定則增朱長才、蘇德融、隨德素、王士雄等人；《毛詩正義》初修者有王德韶、齊威，初次刊定則增趙乾叶、賈普曜等人；《禮記正義》初修者有朱子奢（？-641）、李善信、賈公彥、柳士宣、范義頵、張權等人，初次刊定則增周玄達、趙君贊、王士雄等人；《左傳正義》初修者有谷那律（？-650）、楊士勛、朱長才等人，初次刊定則增馬嘉運、王德韶、蘇德融、隨德素等人共計二十二人，最後還有勑使趙弘智（572-653）覆審[footnoteRef:20]，人數既多，從修纂到刊定，又有審核，過程頗為慎重，然而無可諱言，數百年學術分化，匯整似乎難以達致統合歧異的要求，馬嘉運參與纂修，又質疑其中缺失，恐怕不能質疑其身分反覆，立場矛盾[footnoteRef:21]，而是洞悉此一盛世經學事業，實在無法以雜出眾手方式處理，經典原就有不同屬性，經說更有不同的脈絡，不同時代發展之下，更具有不同的立場與說法，整合歧異須能深究經旨核心，回歸儒學要義，才能化異求同，去蕪存菁，甚至必須進行辨證反思，尋求聖人真正精神，回應時代需求，其間恐應有深入細密的思考，以及縱觀歷史的氣魄。只是既已如此，只能循其脈絡發展，於是擴大層面，進行官方全面認可，長孫無忌（594-659）等〈進《五經正義》表〉表列二十三人，包括長孫無忌、李勣（594-669）、于志寧、張行成（587-653）、高季輔（596-654）、褚遂良（596-658）、柳奭（？-659），谷那律、劉伯莊、王德韶、賈公彥、范義頵、柳宣、齊威、史士弘、孔志約、薛伯珍、鄭祖玄、隨德素、趙君贊、周玄達、李玄植、王真儒等人[footnoteRef:22]，孔志約乃是孔穎達次子，乃是以中書門下為核心，進而與三館博士、弘文館學士考正內容，所代表的是朝堂的支持，以及對於學校意見的整合工作，層級更高，官學色彩更為強烈，用意在於彌平爭議，確立《五經正義》所代表的權威，包弼德（Peter K.Bol）即言： [20:  張寶三撰：《五經正義研究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，2010年10月），頁26-27。]  [21:  劉昫等撰：《舊唐書》卷73〈馬嘉運〉云：「嘉運以穎達所撰《正義》頗多繁雜，每掎摭之，諸儒亦稱為允當。」頁2603。詳見姜龍翔撰：〈馬嘉運及其與《五經正義》關係考〉，《政大中文學報》第二十期（2013年12月），頁195-218。]  [22:  董誥等編 孫映逵等點校：《全唐文》（太原：山西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12月）冊二，卷一三六〈進《五經正義》表〉，頁826。] 

《五經正義》首先是對學術傳統的清理，……確定某些注釋和闡釋形式是最權威的，並且將南北方的闡釋傳統融合為一。簡單地講，它以綜合、區分次第以及總結的方式，將一個內容豐富的傳統變成單一的一組著作。它是一種經學的百科全書。[footnoteRef:23] [23:  包弼德撰 劉寧譯：《斯文：唐宋思想的轉型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9月），頁105。] 

百科全書與官學定本之間，容有概念之不同，但《五經正義》所具之意義與價值，觀察極為正確。事實上，第二次刊定歷時不長，所能改變者有限，主要還在孔穎達《五經正義》基礎上增損完成，應無疑義，《五經正義》完成意義，更在其選擇之經典文本，《周易》取王弼（226-249）、韓康伯注；《尚書》取孔安國傳；《詩》取毛傳、鄭箋；《禮記》取鄭玄（127-200）注，《春秋》主《左傳》杜預（222-285）注，所取為漢魏六朝經解作品，清儒曾言其「妄出己見，去取失當」、「棄尊彝而寶康瓠；舍珠玉而收瓦礫」[footnoteRef:24]，認為取去之間，有違漢儒之純粹，然而近人檢覈《隋書》所載，以及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，反映隋代完成統一，初唐各經實際講授情況，《易》用王注、《書》用孔傳、《春秋左傳》用杜預注、《詩》採毛傳、鄭箋、《禮記》採鄭注，乃是當時講習風尚，也是普遍接受的情況，並非出於孔穎達私意[footnoteRef:25]，唐代整理經學符應盛世期待，原就有政治妥協性質，然而孔穎達不僅檢討自漢以下經注、疏發展情況，更隱然有重塑經學典範思考，孔穎達〈周易正義序〉云： [24:  江藩撰 鍾哲整理：《國朝漢學師承記（附國朝經師經義目錄、國朝宋學淵源記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11月）卷一，頁4。]  [25:  張寶三撰：《五經正義研究》，頁48-50。] 

其傳《易》者，西都則有丁、孟、京、田，東都則有荀、劉、馬、鄭，大體更相祖述，非有絕倫。唯魏世王輔嗣之注，獨冠古今，所以江左諸儒，並傳其學，河北學者，罕能及之。其江南義疏，十有餘家，皆辭尚虛玄，義多浮誕。原夫《易》理難窮，雖復玄之又玄，至於垂範作則，便是有而教有，若論住內住外之空，就能就所之說，斯乃義涉於釋氏，非為教於孔門也。既背其本，又違於注。……今既奉勑刪定，考察其事，必以仲尼為宗；義理可詮，先以輔嗣為本。去其華而取其實，欲使信而有徵。其文簡，其理約，寡而制眾，變而能通。[footnoteRef:26] [26:  孔穎達撰：〈周易正義序〉，《十三經注疏1（附校勘記）：周易、尚書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1年1月，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本），1b-2b，總頁2。] 

漢人傳《易》相互祖述，少有興發；東晉六朝言《易》析義浮誕，語涉玄虛，兩者各有所偏，孔穎達並致批評，唯獨王弼注本所傳最廣，言義最精，所以取為依據，此乃檢討自漢以下《易》學傳衍所作之判斷，然而其中有幾個值得留意之處，可以一窺孔穎達經學主張，首先《易》理雖玄，但作為典範，必須言之有據，對於魏晉玄學之發展，顯然並不支持；其次，牽引佛理，踵事增華，以佛解儒，也非值得效法的方向，玄學與佛學發展，影響《易》理詮釋，但最終必須回歸於孔子，才能真正彰顯儒學要義，此乃是極具意義之宣言，也是重構經典核心價值所在，至於「去華取實」、「文簡」、「理約」，則是內容上的期待，也是「正義」稱之「正」的用意所在，而相同思考，也見於〈尚書正義序〉云：
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，安國注之，實遭巫蠱，遂寢而不用；歷及魏晉，方始稍興。……但古文經雖然早出，晚始得行，其辭富而備，其義弘而雅；故復而不厭，久而愈亮，江左學者，咸悉祖焉。近至隋初，始流河朔。其為正義者，蔡大寶、巢猗、費甝、顧彪、劉焯、劉炫等。其諸公旨趣，多或因循，帖釋注文，義皆淺略。惟劉焯、劉炫最為詳雅。然焯乃織綜經文，穿鑿孔穴，詭其新見，異彼前儒，非險而更為險，無義而更生義。竊以古人言誥，惟在達情，雖復時或取象，不必辭皆有意。若其言必託數，經悉對文，斯乃鼓怒浪於平流，震驚飆於靜樹，使教者煩而多惑，學者勞而少功，過猶不及，良為此也。炫嫌焯之煩雜，就而刪焉，雖復微稍省要，又好改張前義。義更太略，辭又過華，雖為文筆之善，乃非開獎之路。義既無義，文又非文，欲使後生若為領袖，此乃炫之所失，未為得也。今奉明勑，考訂是非，謹罄庸愚，竭所聞見，覽古人之傳記，質近代之異同，存其是而去其非，削其煩而增其簡，此亦非敢臆說，必據舊聞。[footnoteRef:27] [27:  孔穎達撰：〈尚書正義序〉，《十三經注疏1（附校勘記）：周易、尚書》，2a-3b，總頁3-4。] 

選擇偽古文《尚書》，乃是後人訾議所在，孔穎達未能識其為偽，遂使淆亂，令人質疑其識見，但詳覈內容，出於孔安國說法，辭豐義贍，尊信者多，顯然成為孔穎達判斷的依據，甚至認為古文《尚書》雖然曾經湮沉，終將光大，有此信念，正可以得見重構經典的用心，至於二劉之間，削繁就簡，存是去非，乃是取其折衷，從而孔穎達強調經典詮釋務求有據，義理務求實在，因為經旨平實，後人張皇異說，辭華義淺，皆非良範，所以必須回歸儒學要義，拿捏其中分寸，立場迥異於魏晉六朝辭尚華藻，義尚玄虛的風氣，文字由繁歸簡，內容從虛入實，成為其中核心主張，「削繁」、「增簡」的說法，也見於〈毛詩正義序〉云：
漢世之初，《詩》分為四，申公騰芳於鄢郢，毛氏光價於河間，貫長卿傳之於前，鄭康成箋之於後。晉宋二蕭之世，其道大行，齊魏兩河之間，茲風不墜。其近代為義疏者，有全緩、何胤、舒瑗 劉軌思、劉醜、劉焯、劉炫等。然焯、炫並聰穎特達，文而又儒，擢秀幹於一時，騁絕轡於千里，固諸儒之所揖讓，日下之無雙，於其所作疏內，特為殊絕。今奉勑刪定，故據以以本。然焯、炫等負恃才氣，輕鄙先達，同其所異，異其所同，或應略而反詳，或宜詳而更略，準其繩墨，差忒未免，勘其會同，時有顛躓。今則削其所煩，增其所簡，唯意存於曲直，非有心於愛憎。[footnoteRef:28] [28:  孔穎達撰：〈毛詩正義序〉，《十三經注疏2（附校勘記）：詩經》，1b-2a，總頁3。] 

所謂「削煩」、「增簡」有更為明確的方向，乃是針對隋代劉焯（544-610）、劉炫（546？-613？）注疏形態而言，往往為求立異，不免蔑視前賢，於是詳其所略，略其所詳，造成詮釋紛亂，經旨龐雜，殊失雅範，因此調整其中形式上的偏差，回歸於經旨是非衡定，成為孔穎達「正義」當中最為重要的工作，因此特別在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反覆致意，用意所在，也就不難了解，〈禮記正義序〉云：
爰從晉宋，逮于周隋，其傳《禮》業者，江左尤盛。其為義疏者，南人有賀循、賀瑒、庾蔚之、崔靈恩、沈重、范宣、皇甫侃等；北人有徐遵明、李業興、李寶鼎、侯聰、熊安生等。其見於世者，唯皇、熊二家而已。熊則違背本經，多引外義，猶之楚而北行，馬雖疾而去逾遠；又欲釋經文，唯聚難義，猶治絲而棼之，手雖繁而絲益亂也。皇氏雖章句詳正，微稍繁廣；又既遵鄭氏，乃時乖鄭義，此是木落不歸其本，狐死不首其丘。此皆二家之弊，未為得也。然以熊比皇，皇氏勝矣。雖體制既別，不可因循，今奉勑刪理，仍據皇氏以為本，其有不備，以熊氏補焉。必取文證詳悉，義理精審，翦其繁蕪，撮其機要。[footnoteRef:29] [29:  孔穎達撰：〈禮記正義序〉，《十三經注疏5（附校勘記）：禮記》，3a-4a，總頁4。] 

皇甫侃乃是皇侃[footnoteRef:30]，孔穎達以皇、熊兩家為依據，主要原因乃是「其見於世者，唯皇、熊二家而已」，必須理解在時空環境中，客觀條件的限制，原是重構經典的重要問題，兩家各有缺失，熊安生義疏多引外義，有違儒家本色；皇侃義疏時違鄭義，有失釋義脈絡，加上詮釋方向歧出，說解繁雜寬泛，都是經解方式的偏差，所以以皇氏為本，以熊氏補焉，乃是選擇評判之後的結果。所謂「翦其繁蕪」乃是「削煩」的另一種說法，「撮其機要」則是「增簡」的補充，刪削調整立場基本一致，然而其中有值得注意之處，注以解經，疏以通注，孔穎達對於由經而注，由注而疏的關係，認為彼此必須符順的主張，繁簡之間，才有分判的標準，一方面延續漢世遞稟師承的傳經邏輯，另一方面也是重構經典之下，刪繁增簡逐漸形成的操作原則，當然也是孔穎達心中雅範應有的形態，後人甚歸納出「注不駁經，疏不駁注；專宗一家，曲徇注文」的著書體例[footnoteRef:31]，緣由所在，可以見其端倪，當然是否可以說明「義疏」應有之形態，甚至可以通貫五經皆是如此，近人詳考說法由來，檢覈實際情況，認為此乃大要原則，未可執之為例[footnoteRef:32]，然而嚴格而言，《五經正義》於孔穎達生前並未完稿，容有剔之未盡，增削不齊的情況，也是情理之常，或許可以理解此一思考，乃是對於漢世以下義疏歧出反省的結果，也是形塑正典逐漸形成的觀念，期待經、注、疏脈絡化、一體化，建構完整經說體系，所謂「疏不破注」言為大要原則，不妨更精確說明此乃孔穎達經學典範化思考的產物，此於〈左傳正義序〉言之更為清楚明顯，云：  [30:  紀昀奉敕纂：《欽定四庫全書總目・經部・禮記正義》「唐初，尚存皇侃、熊安生二家」下，阮元附訂文字：「明北監本，以皇侃為皇甫侃，以熊安生為熊安，二人姓名並誤，足徵校刊之疎。」同上註，2b，總頁1。]  [31:  皮錫瑞撰：《經學歷史》，頁201。]  [32:  張寶三撰：《五經正義研究》云：「知世所謂『疏不破注』者，固不可據以言唐以前之義疏；而唐修《正義》，雖大體遵注，亦非全不破注也。若謂《正義》以『不破注』為原則乃可，謂其嚴守此例，則非確論也。」頁395。並參考姜龍翔撰：〈《五經正義》「疏不破注」之問題再探〉，《成大中文學報》第46期（2014年9月），頁137。] 

晉世杜元凱又為《左氏集解》，專取丘明之傳，以釋孔氏之經，所謂子應乎母，以膠投漆，雖欲勿合，其可離乎？今校先儒優劣，杜為甲矣，故晉宋傳授，以至于今。其為義疏者，則有沈文阿、蘇寬、劉炫。然沈氏於義例粗可，於經傳極疎；蘇氏則全不體本文，雖旁攻賈、服，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；劉炫於數君之內，實為翹楚，然聰惠辯博，固亦罕儔，而探賾鉤深，未能致遠。其經注易者，必具飾以文辭，其理致難者，乃不入其根節。又意在矜伐，性好非毀，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；習杜義而攻杜氏，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，非其理也也。雖規杜過，義又淺近，所謂捕鳴蟬於前，不知黃雀在其後。……今奉勑刪定，據以為本，其有疎漏，以沈氏補焉。若兩義俱違，則特申短見。[footnoteRef:33] [33:  孔穎達撰：〈左傳正義序〉，《十三經注疏6（附校勘記）：左傳》，2b-4b，總頁3-4。	] 

「疏不破注」說法其實是負面表述，正確說法應是「子應乎母」，經―注―疏的關係，是彼此融合無嫌隙，如同「以膠投漆」達到切旨發揮的作用，孔穎達取用杜預《左氏集解》以解《春秋》，客觀條件同樣是流傳最廣，於諸家最佳，至於諸疏部分，對於有意立異，徒逞博學，不管是誇其文采，或是炫其辯駁，純就文字表面鋪排，只會刻意批評前人，而無法深入經旨內涵，闡明理趣，皆是孔穎達批判的對象，同樣是分判是非，孔穎達意存曲直，也強調存是去非，但對於劉炫義疏「規失」的成果，反而視為是蠹食其本的行為，魏晉以下義疏發展已有逞博炫奇學風，辭采華麗而失實，逞博立異而不中理，孔穎達「正義」有意糾彈此一現象，回歸經旨，回歸孔子，心中理想經解雅範，由此可以得見。
《五經正義》既經眾手，又經數次整理調整，孔穎達生前未及完成，內容未必可以直接代表孔穎達的看法，然而諸經之序，既反省歷來注疏發展，分判得失，擇優而選；就形式內容而言，反覆出現去華取實、削繁增簡、文簡理約的主張，文辭取其簡潔明快，義理求其有據，從而剔除逞奇炫博的心態，以及玄學、佛學的薰染，回歸於孔子儒學核心要義，反映孔穎達形塑經解雅範的思考，進而期許完成經、注、疏符順無違礙的架構，此乃深有學術發展的辨證成果，更是具有典範完型的思考，雖然理想與現實之間尚有落差，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列舉《五經正義》缺失有三：包括「彼此互異」、「曲徇注文」、「雜引讖緯」等，認為「曲徇注文」乃是專宗一家的結果，並不算缺失，至於「雜引讖緯」反而保留古義，未必是缺失，最大的問題是刊定之後，卻「彼此互異」情形，讓人無所是從，有違統一經說目的。[footnoteRef:34]皮氏既具今文學立場，觀點未必全然客觀，但確實指出其中尚有未逮之處，自漢以來，博士傳經，各具系統，說法之間，整合不易，乃是客觀上難以克服之處；加以各經分纂，雜出眾手，彼此歧異，也是正常之事，凡此乃是《五經正義》尚有未足之處，也是經學發展必須釐清的問題。 [34:  皮錫瑞撰：《經學歷史》，頁201。] 


四、結論
孔穎達身為孔子後人，推動唐代盛世經學統一工作，建構儒學新典範，開展經學新局面，《五經正義》完成自漢以下經說的擇定與匯整，確立官方儒學經典文本，論其意義與貢獻，不僅代表唐代最重要經學成果，也深深影響後世經學研究，過往對於《五經正義》往往集中於材料甄別檢討，以定是非[footnoteRef:35]，皮錫瑞（1850-1908）《經學歷史》評斷孔穎達《五經正義》，云： [35:  野間文史撰 金培懿譯：〈《五經正義》之研究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十五卷第二期（2005年6月），頁1-20。] 

穎達入唐，年已耄老；豈盡逐條親閱，不過總攬大綱。諸儒分治一經，各取一書以為底本，名為創定，實乃因仍。書成而穎達居其功，論定而穎達尸其過。究之功過非一人所獨擅，義疏並非諸儒所能為也。[footnoteRef:36] [36:  皮錫瑞撰：《經學歷史》，頁202。] 

文獻無徵，缺乏參照，究竟是承襲而未改，還是後人已有調整，殊難判定，功過之間，不宜抑揚太過，皮氏之論，應屬實情，回歸於經學發展，促成經學正典化工作，深有宣示政教意圖，符應盛世事業的作用，貢獻所在，無庸置疑。然而更進一層觀察，孔穎達檢視漢以下諸經之流衍，分判其中得失，形構經典雅範思考，顯然不僅是經、注、疏揀擇工作而已，對於諸家經說思考之心得，促成日後儒學進展，諸經之序更能反映孔穎達經學理念，有待更進一步的觀察，所謂「去其華而取其實」、「文證詳悉」，「存其是而去其非」、「義理精審」，前者言文，後者論義，重點在於言義當中，期許建立良範，避免文字浮華，說法已啟「文所以載道」之先河[footnoteRef:37]；揚棄玄學、佛學，回歸於孔子，標舉儒學之價值與純粹，則又是「斥異端」之思想，韓愈（768-824）為唐宋儒學復興先啟人物，然而訴求所在，隱然已見於孔穎達經學思想當中，由孔穎達而至韓愈，其中存有經學發展的「內在理路」，乃是前人於學術思想中少有注意之處，確是真實存在[footnoteRef:38]，文、道之間複雜脈絡，思考有待深入分析，地位應有進一步衡定。孔穎達總理其事，也從中形構經、注、疏融合一體化之訴求，以及對於儒學內涵重構的想像，誠如錢穆先生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言：「所謂歷史傳統，乃指其在歷史演進中有其內在的一番精神，一股力量。……能使歷史在無形中，在不知不覺中，各循其自己的路線而前進。」[footnoteRef:39]孔穎達身為孔子後人，文字求簡，義理求實，剔除後世好奇立異之歧出，反省自漢以降經學發展，回應思想發展當中內在趨勢，引領從雅範而及於典範，思索儒學核心價值，指引學術發展，似乎已察覺其中隱然的方向，此亦無庸諱言之事，從《五經正義》成果的檢討，溯而及於孔穎達經學思想分析，孔穎達於儒學之貢獻，也就有更為清楚的觀察。 [37:  「文所以載道」出於周敦頤《通書．文辭》，並非出於韓愈，然韓愈文章復古主張，其內涵亦不外乎此。見周敦頤撰 陳克明點校：《周敦頤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5月），頁35。]  [38:  余英時撰：《論戴震與章學誠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6年11月），〈增訂版自序〉，頁1-5。余氏以「內在理路」解釋從理學而至考據學發展，從理學轉入經學，其中具有內在脈絡。事實上，用以描述從漢唐經學轉入宋明理學的情形，同樣也有說明的效果。]  [39:  錢穆撰：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2005年10月，臺2版），頁6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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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孔穎達，字沖遠，一字仲達。生於北齊後主武平五年，卒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，享年七十五歲。貞觀十二年奉詔撰寫《五經正義》，直到永徽四年（653）正式布下，其間經歷十六年時間，距離孔穎達過世已經六年，成為符應盛世之經學事業，乃是經學史上首次完成經說統一，其中艱難可以想見，孔穎達草剙規模，無疑是完成的關鍵，也是最重要的基礎。只是《五經正義》雜出眾手，又經數次調整，內容未必可以直接代表孔穎達的看法，反而諸經之序，不僅是經、注、疏揀擇工作而已，更從反省歷來注疏發展，分判學風偏差，形構經典雅範思考，對於所謂「疏不破注」的內涵，有更清楚的了解，而削煩增簡，避免文字浮華，揚棄玄學、佛學，回歸於孔子，標舉儒學價值與純粹，促成日後儒學進展，則又可見由漢唐經學進而及於宋明儒學的「內在理路」，文、道間複雜脈絡，於此遂有更進一步的觀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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